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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轻重罪案件的结构比在发生变化，重罪持续下降，轻罪持续上升。犯罪分层治理不但能为司法

机关研判社会治安形势、靶向施治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案例基础，也顺应了溯源治理等现代化法治理念的

发展要求。面对构建轻罪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时代要求，更需要检警两家抛弃原有打击犯罪为主的刑事司

法理念，进一步认清趋势、统一认识，以理念变革为先导，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不断加强沟通，

凝聚司法共识，推动执法司法理念在不同案件办理阶段的顺畅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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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tructure of both serious and minor offenses has been changing, with serious 
crimes continuing to decline and minor crimes continuing to rise. Crime stratified governance not 
only provides a more targeted case basis for judicial organs to assess the social security situation 
and targeted treatment, but also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modern legal con-
cepts such as source tracing governance. In the face of the era’s demand for building a modern 
system of governance for minor crimes, it is even more necessary for the procuratorial and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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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s to abandon their original criminal justice concept of primarily fighting crimes and further 
recognize the trend and unify their understanding, with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as the 
leading force, relying on the Investigation supervision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nsolidate judicial consensus, thus promoting the smooth connec-
tion of law enforcement and judicial concept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ase han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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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出台《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

与协作配合机制被写入《“十四五”平安中国建设规划》，作为长效机制不断推进落实。2024 年 1 月召

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强调，刑事检察要推动构建完善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中国特色轻罪治理

体系、刑事诉讼制约监督体系等“三个体系”。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契合“三个体系”构建要求，

特别是在提升轻罪刑事案件证据质量、开展监督制约、完善行刑衔接等方面均能起到明显的促进推动作

用。随着轻罪治理体系构建、大数据法律监督、律师权利保障等工作的不断强化，轻微刑事案件亟需进

一步加强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以适应检察工作现代化的要求。 

2. 区分轻微刑事案件的必要性 

(一) 轻微犯罪占比不断提升，轻罪治理体系构建在即 
最高检在 2020 年的工作报告中就曾提到“二十年间重罪持续下降、轻罪持续上升”的犯罪结构变化。

2024 年 3 月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再次指出，2023 年全国检察机关对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

判处刑法或者免除刑罚的，决定不起诉 49.8 万人，同比分别上升 22.5%和 12.6%，“轻罪数量持续增长、

占比持续上升”。根据 2023 年最高检发布的相关数据，全国检察机关 2018 年至 2022 年共起诉 827.3 万

人，比前五年上升 12%；其中起诉严重暴力犯罪和涉枪涉爆、毒品犯罪 81.4 万人，比前五年下降 31.7%；

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比例从 1999 年的 45.4%降至 2023 年 1 至 9 月的 17.2% [1]。数据显示，我国

刑事案件呈现出起诉人数整体上升，严重暴力犯罪人数下降，轻微犯罪人数占比不断扩大的犯罪结构变

化趋势，体现出轻微刑事犯罪已经成为新时代犯罪治理的主要对象。面对犯罪轻刑化趋势，最高检

《2023~2027 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提出要“研究轻微刑事案件出罪入罪标准，促进构建治罪与治理并

重的轻罪治理体系。”2023 年 6 月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普通犯罪检察工作会议上也将“中国特色轻罪治

理体系”作为推动构建的“三个体系”之一作出重要工作部署。在司法实践及顶层设计的不断推动下，

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轻罪治理体系成为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点课题。 
(二) 对轻重犯罪分层治理更顺应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念要求 
犯罪分层治理不但能为司法机关研判社会治安形势、靶向施治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案例基础，也顺应

了溯源治理等现代化法治理念的发展要求。在现有刑事诉讼程序中已存在案件分层处理的相关规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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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214 条第一款规定了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三个条

件，包括“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刑事诉讼法》第 222 条第一款

规定了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的四个条件，包括“被告人认罪认罚”。通过上述法条可以看出，“被告人认

罪”是分流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基础；在简易程序范围内，“被告人认罚”又是分流简易程序与速裁

程序的基础。刑事诉讼程序以被告人认罪、认罚为区分点位，形成了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分

层衔接的刑事诉讼体系。除按不同程序设置将案件分流外，轻重罪分层在犯罪预防、司法人力资源分配

等方面也起到了引导作用。 
(三) 以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作为轻重罪的分水岭渐成共识 
2016 年两高三部联合出台《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确

定了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可以适用速裁程序，2018 年修订刑

事诉讼法时将该项规定予以了吸收确认。2020 年最高检工作报告、2023 年最高检案管办负责人就 1 至 9
月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答记者问时，均对被告人“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占比情况进

行了分析。由于可见，在已公布出台的规范、文件中曾多次以“三年有期徒刑”为界对刑事案件进行分

类分析，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作为轻罪案件的划分标准逐渐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共识。只是从

不同的分析角度来看，有时会以宣告刑进行区分，有时会以法定刑进行区分，但这并不影响对轻罪概念

的理解。 
(四) 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模式具有自身特点 
从 1979 年刑法到 1997 年刑法，一直到此后的十一个刑法修正案，我国刑法始终处在扩张之中，这

里的扩张包括了罪名的扩张，而罪名的扩张又主要是轻罪的扩张[2]。随着危险驾驶罪、妨害安全驾驶罪、

高空抛物罪等轻罪罪名的增设，我国刑事法网呈现出不断严密的趋势。最高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

1 至 9 月，全国检察机关不起诉 41.1 万人，不诉率 25.8%，其中对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犯罪嫌疑人不

起诉 36 万人，占全部不起诉人数的约 87%。这说明我国检察机关对于轻罪案件并不是“一诉了之”，而

是结合犯罪嫌疑人主观目的、社会危害后果、刑事和解及认罪认罚情况等，充分考量刑事处罚的必要性，

对于社会关系已经得到修复，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再犯可能性不大的，妥善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

行处理。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的案件，对犯罪嫌疑人也并不是“一放了之”，“不刑”不等于

“不罚”，检察机关会依托反向行刑衔接机制将线索移送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对违法人员予以行政处

罚。整体看来，司法机关对轻罪案件的处理体现出严而不厉、宽而不纵的特点，在实践中已经逐渐形成

区别于重罪案件的，相互衔接、梯次渐进的轻罪案件处理模式。 

3. 轻罪领域强化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现实需要 

(一) 轻罪发展趋势及治理观念更需要形成检警共识 
随着刑法修正案的出台及社会治安形势、生活方式的变革，轻罪罪名及案发数量均有所增加。新形

势下轻罪案件的办理有别于以往重打击的执法思路，更加强调对社会关系的修复、经济损失的弥补及类

似案件的犯罪预防和社会问题溯源治理。但是公安机关出于维护社会治安层面的考虑，所设置的内部考

核指标大多还是倾向于打击犯罪的角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轻微刑事案件在诉讼流程中的处理理念

宽严不一、打击尺度松紧不一。面对构建轻罪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时代要求，更需要检警两家抛弃原有打

击犯罪为主的刑事司法理念，进一步认清趋势、统一认识，以理念变革为先导，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

合机制不断加强沟通，凝聚司法共识，推动执法司法理念在不同案件办理阶段的顺畅衔接。 
(二) 轻微刑事案件的提速办理更需要高效的检警协作 
除刑诉法规定的速裁程序外，司法实践不断探索对轻微刑事案件办理进一步提速，比如“48 小时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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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程序”，是指刑事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等诉讼程序在 48 小时内完成，还有一些地区的司法机关在“48
小时速裁程序”的基础上，建立了轻微刑事案件“一站式”办理中心，指公检法司集中地点办公，减少

路途时间，降低流转成本。种种创新机制，目标就是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让轻微刑事案件办理进

一步提速，让已经达成刑事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尽快恢复到正常生活中，减少当事人诉累，同时让司法机

关办案人员更好的调配办案精力，提高办案效率。与传统公诉案件办理期限相比，新机制下的轻罪案件

办案时长大幅缩短，这对司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的沟通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

不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高效运行为基础，如此快速充分的公检协作是很难达到的。 
(三) 侦监协作机制实质化运行有利于提升轻罪案件执法司法规范化 
应勇检察长在 2023 年 9 月陕西调研时指出，推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实质化、规范化运行，

是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健全完善刑事诉讼制约监督机制的重要举措。相较于重罪，轻罪案件的办

案节奏更需要侦查监督与协作机制的实质化高效运行。对于部分轻罪案件，尤其是涉及罪与非罪的问题，

公安机关邀请检察机关及时介入侦查、分析证据，检察机关在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的同时，同步开展

立案监督与侦查活动监督，对可能发生的侦查违法行为给予提示性、预警性监督，使问题消灭于萌芽。

依托侦监协作机制的实质化运行，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效果，更有利于检察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

有助于提升辖区内刑事案件的执法司法规范化水平。 

4. 完善轻罪领域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路径思考 

(一) 把握职能边界，持续加强监督制约 
1、公检双方应自觉落实制约机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的执行法律。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

监督。“制约”与“监督”均是对公权力进行有效控制的手段。在刑事诉讼中，以分工为基础的“制约”，

与基于授权而履职的“监督”，也都是为了约束、抑制和纠正权力行使的恣意，保证刑事制裁过程中执

法司法的公平公正[3]。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加强协作配合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对公检两家分工制约和检

察机关监督履职的弱化。在轻罪案件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准确把握职能边界，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

权、执法权依法监督但不盲目干涉。对于拟作出不批捕、不起诉决定的轻微刑事案件，应充分认识到分

工制约对案件处理的程序性作用，在审查的过程中加强与公安机关的沟通，了解公安机关的侦查思路，

对于双方就处理意见存在分歧的案件，可以在作出决定前通过召开听证会或公检联席会等形式深入交流，

对于罪与非罪等存在争议的，更要充分开展调查研究、释法说理，争取在司法实践中达成共识。 
2、检察机关应依法规范履行监督职责。 
最高检应勇检察长 2023 年 10 月在青海省调研时强调，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是检察机关与公

安机关合力提升执法司法规范化水平的重要制度，要明确职能定位，把工作重心放在加强对公安机关侦

查活动特别是立案活动的监督上，寓监督于配合，共同维护司法公平正义。因此，检察官在轻罪案件“简

平快”的办理节奏中，不能因节奏快而弱化法律监督工作，而是应该在侦监协作机制实质化运行中更加

高效的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与公安机关协同解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长期“挂案”

等问题；对于存在瑕疵的证据，及时提出纠正意见或要求侦查机关补正；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持续对强

制措施的适用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于证据发生变化，自愿认罪认罚、双方已达成刑事和解等经审查不再

具有羁押必要性的轻微刑事案件嫌疑人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同时也要注意，在开展监督工作过程中，不

干涉侦查人员依法办案，不干扰和妨碍侦查活动正常进行。对于检察机关准备提出侦查违法等监督意见

的，要开展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书面听取公安机关的取证合法性理由，确保监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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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强化证据核心，提升轻罪案件质效 
1、传导以审判为中心意识，形成履职合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

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2016 年两高三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

改革的意见》，旨在改革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充分发挥审判尤其是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等方面的

作用，推动形成“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庭审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格局。检察

机关作为出庭举证、质证的亲历者，应当向侦查机关不断强化高质量侦查取证意识，以侦查监督与协作

配合机制为切入口和突破口，传导刑事诉讼全流程的纵深思维，强化检警“刑事大控方”思想共识，持

续形成履职合力，确保从侦查机关接触证据开始，便从严、依法固定证据，以经得起法律检验、历史检

验。为适应轻罪案件办理节奏，对于司法实践中的类案问题，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罪名的工作指引固定公

检两家在证据收集、认定方面的共识，降低反复沟通的成本。对于新型、有争议的个案，公检两家可通

过形成常态化轻罪处理专班，遇到问题时由专人对接，开展提前介入，提升工作效率。 
2、公安机关快速补证与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相结合 
轻微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后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

占有一定比例，这类案件案情较为简单，如果遇到证据问题就退回补充侦查，反而导致案件办理节奏拖

沓，效率降低，这就要求承办检察官扭转以往以书面审查为主的工作习惯，不断提升自身取证意识。2023
年 3 月最高检工作报告显示，与 2018 年相比，2022 年自行补充侦查上升 264.6 倍。实践中，检察官通过

自行前往案发现场了解情况、询问证人、调取证据等方式开展自行补充侦查的比例不断增加，在办案时

间缩短的同时，证据收集的亲历性使检察官对在案证据有了更深的认识，将更有利于指控犯罪或释法说

理。同时，对于需要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补证的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直接与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沟

通，及时引导侦查，要求在较短时间内将证据调取到案，而不是单纯依赖退补手段开展补充侦查工作。 
(三) 加强衔接协作，共同推进轻罪社会治理 
1、坚持繁简分层，探索现代化多元化案件分流体系 
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中规定了检察机关对轻微刑事

案件犯罪嫌疑人是否需要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等问题及时提供法律咨询和指导解答，这表明

分流繁简案件本身就是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重要职能之一。除了对重罪、轻罪的区分办理外，

司法实践中已开始对社会危害性不大或矛盾已化解的部分微罪案件探索适用一站式办理模式。此类办

案模式主要针对危险驾驶、超市盗窃等案情较为简单、证据材料呈现出类型化的微罪刑事案件，在犯

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全面保障嫌疑人诉讼权利的情况下，以减少人员、卷宗流转

来进一步提升案件办理效率，通过现代化案件办理理念及智能化办案手段实现刑事司法公正与效率相

统一。 
2、助推反向行刑衔接，完善轻罪治理体系 
2023 年 7 月，最高检发布《关于推进行刑双向衔接和违法行为监督 构建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

制度的意见》，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衔接配合。对于轻罪案件中部分做不起诉处

理的案件，虽未进行刑事处罚，但依据相关行政法规应当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严格来说，这虽然

已经不属于侦查监督的范畴，但是立足现有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开展反向行刑衔接工作具有先天优

势，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可以基于原有信息共享、案情通报、线索移送等工作机制顺利开展反向衔接工

作，确保涉案人员错当其罚，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织密轻罪治理网络。与此同时，也可以促使公安机

关更加关注案件处理结果，使检警两家对罪与非罪、诉与不诉的证据标准进一步形成共识，更好的促进

轻罪领域治罪与治理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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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随着轻微刑事案件占比的不断上升，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轻罪治理体系，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统

一，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迫切需求。在这一背景下，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以其独特的优势，在轻罪

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实质化运行，不仅能够强化检警两家的沟

通协作，还能够提升轻罪案件执法司法规范化水平，为轻罪治理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我们需要在完善

轻罪领域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上不断探索创新，在确保侦查活动的依法进行的同时，强化证据核心，

提升轻罪案件质效，这也是我们推动轻罪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轻罪治理体系的构建和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强化是相辅相成的。通过不断完善和优化这些机

制，我们可以更好地适应轻微刑事案件不断增多的趋势，推动刑事司法工作向更高水平迈进，为实现全

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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